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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 ＣＳＳ２０１３ 和 ＣＳＳ２０１７ 的数据，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的

视角分析了中国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 研究发现：第一，就诊

满意度、医保满意度、医疗安全、医疗公平等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具有重要

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效应未呈现强化趋势。 第二，一般人际信任、权威型价

值观、关系就医等文化因素对患者信任也有显著作用，但呈现不同的演变趋

势。 第三，相比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的作用更大。 总之，制度理性和社会文

化二者共同影响当前的患者信任，应重视制度因素，但也不宜忽视文化的长

期作用，尤其要警惕关系就医的负效应。
关键词：患者信任　 制度主义　 文化主义　 关系就医　 演变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疗纠纷发生频次迅速上升，暴
力伤医事件显著增加。 ２０１７ 年《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６６％的医师经

历过不同程度的医患冲突。①从全国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来看，２０１７ 年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共 １２７３４ 件，２０１９ 年达 １８１１２ 件。②２０１９ 年底与 ２０２０ 年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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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总医院的杨文医生和朝阳医院的眼科主任医师陶勇均遭到患者或其家属持刀

伤害，这两起性质恶劣的暴力伤医事件再次将医患关系问题推到公众面前。 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成千上万医护人员逆向而行，尽显悬壶济世的医者风骨。
然而，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全国多地仍发生了至少 ７
起暴力伤医事件。① 近年来，屡禁不止的暴力伤医事件说明医患关系已大不如

前，而医患信任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可见，建设和谐医患关系是健康

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对建立积极融洽的医患关

系至关重要。 患者信任医生，能够提高患者遵从医嘱的程度，增强患者与医方合

作的意愿，减少医疗纠纷，改善就诊环境，确保公众实现充分有效就医。 反之，患
者不信任医生，会增大医患双方相互猜忌和冲突的风险，还会对医方的态度和行

为造成消极影响，更可能引发医生采用过分谨慎的言行、采取防御性医疗等行为

以规避医疗风险，从而导致医患矛盾进一步加深。 随着医患关系危机的突显和

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医闹事件不断发生，医患信任的研究逐渐成为医学、公共卫生

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一般来说，信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制度主义

和文化主义两种研究路径（高学德、翟学伟，２０１３；周怡，２０１３），但鲜有国内学者

运用以上两种路径来分析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 基于此，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

三：（１）当前我国患者信任的现状和特点是怎样的？ （２）制度与文化因素对患者

信任起怎样的作用？ 它们对患者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否不同？ （３）影响患者信任

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呈现何种演变趋势？

二、文献回顾

（一）患者信任的概念及测量

目前学术界对患者信任的概念界定不一，一些学者将“医患信任”等同于

“患者信任”（房莉杰等，２０１３；董屹、吕兆丰，２０１５），而本研究认为，“医患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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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双向度的概念，包含医方信任和患者信任两个方面，“患者信任”仅是其

中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患者信任包括患者对具体医务人员、医生群体、医
疗机构以及医疗卫生系统整体的信任（Ｈ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Ｏｚａｗａ ＆ Ｓｒｉｐａｄ，２０１３；
Ｍｉｈａｅｌａ ＆ Ｌｕｐｕ，２０１４），是患者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 也有学者强调信任的

情感本质，认为患者信任是患者对医生的人际信任，是医患双方互动过程中患者

对医生能力和动机的一种信心和依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Ｄｅｄｒｉｃｋ，１９９０；Ｐｅａｒｓｏｎ ＆
Ｒａｅｋｅ，２０００；汪新建等，２０１６），即患者相信医生治疗的专业技术能力，相信医生

会从患者角度出发，努力实现患者利益最大化，作出符合患者预期的行为。 近年

来，有学者从个体、人际和文化三个层面研究医患信任，提出医患社会心态概念，
并将其定义为一定时期内社会中多数成员或较大比例的社会成员所普遍共享的

心态，具体包括医患关系的基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吕小康、
张慧娟，２０１７）。 本文倾向于认为患者信任是患者对医生所持有的信念和期望，
认为医生会以某种方式行事。 这种信任在中国语境下兼具系统信任和人际信任

双重属性：一方面，同警察、律师、教师等系统权威相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

信任是对医生群体的系统信任；另一方面，中国人习惯于从互动和关系中软化系

统刚性，热衷于通过“找关系”来消解系统的冷漠，借以应对可能因陌生和距离

而带来焦虑和不安全感，因此患者信任也是一种人际信任。
目前患者信任测量工具的开发呈现多元化趋势。 从测量对象来看，主要

包括对医生个人、医生行业、医疗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
例如，霍尔等 （Ｈａ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提出了患者对初级卫生保健医生信任量表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通过忠实、能力、诚实和综合感

信任四个维度来评价患者对熟悉的医生或其他卫生服务提供者的信任；在此

基础上，他们还开发了患者对健康保险机构的信任量表 （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ｅｒｓ），该量表又增加“保守秘密” 这一维度。 博瓦等 （ Ｂｏｖ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则编制了医患信任关系量表（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ｒｕｓｔ Ｓｃａｌｅ），从医

生的人际联系、尊重性沟通、专业合作能力三个维度来测量患者对各类医务人

员的信任。 国内学者也在本土化的医患信任测量工具上做了尝试。 例如，董
恩宏（２０１２）编制了基于医院管理的患者信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反应力、技
术能力、沟通能力、仁爱、诊疗质量和整体信任六个维度。 吕小康等（２０１９）开

发了中国医患社会心态问卷，明确了医患社会心态的测量指标，划分了医患社

会情绪、医患社会认知、医患社会价值观、医患行为倾向四个维度，各维度还有

对应的二级测量指标，如医患社会认知进一步细分为医患安全感、信任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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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风格等指标。 从以上量表的测量维度来看，患者信任主要集中于对医生职

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信任。

（二）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除了以社会人口学变量为主的个体视角外，患者信任影响因素的

研究主要存在两种理论解释路径：一是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制度主义解释

路径；二是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为基础的文化主义解释路径。
１ 制度主义视角

依据制度主义的解释路径，患者信任是制度运作的结果，可以解释为患者接

受医方服务后的结果，它强调民众对医疗系统进行理性评估。 具体而言，是患者

依据与医生的交往互动对医疗服务满意度及有效性的评估，是对相关医疗制度

可信性的期待和信念。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基于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包括

对医生专业技术、准确规范操作、医疗过程安全性等方面的信任。 以往一些学者

也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的重要性，包括医疗满意度、医疗过程参与、就医

环境因素、医疗政策与法律，等等。 医疗满意度与医患信任是相互影响的，医疗

满意度对患者信任有促进作用，而良好的医患关系和信任能够提升患者就诊满

意度（Ｌａｎ ＆ Ｙａｎ，２０１７；池上新等，２０２０）。 奥曼等（Ｏｍ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的研究则

表明，患者积极参与治疗过程、与医生共同决策会产生更高的患者信任水平。 在

就医环境方面，房莉杰等（２０１３）研究发现，村民对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医生分别

采取“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信任逻辑。 赵敏等（２０１７）综合分析了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我国媒体报道的 ２９０ 例暴力伤医事件，发现暴力伤医事件多发于等级

高、规模大的医院。 近年来，“互联网 ＋医疗”逐步发展，在线寻医问药成为患者

看病就医新模式。 邓朝华和洪紫映（２０１７）对在线医疗健康服务的研究发现，提
高网站可信度可以提升患者信任，且网站因素的正向影响大于医院和医生因素。
此外，医疗政策与法律保障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 但我国欠缺对医疗

行为进行专门监督的法律，缺少对医患权利和义务的全面规定，未形成针对医疗

失信行为的有效惩戒机制，医疗鉴定科学公正性不足。 而这方面制度约束机制

的缺乏往往容易导致医生失信于患者（罗天莹、雷洪，２００２）。
２ 文化主义视角

文化主义解释路径关注历史和文化脉络对患者信任的作用。 从文化主义视

角来看，信任根植于整个社会，它与自然环境及其相应文化息息相关。 文化体现

了自然环境所造就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和社会构成，而信任是一种文化特点（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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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伟，２０１４）。 患者信任被认为是人际信任在“医生—患者”特定关系中的具体

表现，是个体内化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映，它强调民族文化传统（ Ｓｈｉ，
２００１；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１９９５；Ｕｓｌａｎｅｒ，２００２）、个体早期社会化的经历及其掌握的社会资

本状况（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 文化主义视角下的主要因素有常人疾病观、社会资本、
媒介导向、文化背景等。 有较多的证据支持文化主义视角对医患信任的解释。
例如在吕小康等（２０１９）看来，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解释、态度会影响患者的信任

水平，当患方所持有的常人疾病观和科学医学观不一致时，患方对医方的信任程

度会下降。 池上新、陈诚（２０１８）研究发现，社会网络、非正式组织参与等社会资

本对患者信任有负向作用。 在媒介导向方面，汪新建、王骥（２０１７）研究表明，在
医疗报道中，媒体容易影响公众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加深医患关系的消极刻板印

象，破坏医患信任。 而陈诚、池上新（２０１９）研究认为，媒介使用对患者信任的影

响是复杂的，对于医疗卫生系统等抽象信任，传统媒体具有正效应，新媒体则具

有负效应。
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医患信任机制建立在文化传统、宗族和社

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上，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对传统中国人的

医学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程国斌，２０１７）。 然而，近代以来，我国医患关系模式

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人际—群际嬗变，社会转型破坏了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

传统文化，更凸显了医患关系的群际属性，成为产生医患关系危机的机制之一

（柴民权，２０１７）。 同时，患者价值观念不同，其信任水平也有所差异。 池上新等

（２０２０）研究表明，开放与自我提高的价值观、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利于患者信任，
而保守主义价值观则不显著影响患者信任。 另有国外研究发现，种族、民族和语

言对医患信任有实质性影响，不精通英语的患者难以和医生建立融洽的医患关

系，少数族裔患者倾向于选择少数族裔医生（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 Ｃａｎｄｉｂ， ２００２）。
已有研究在探讨患者信任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是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较少；二是

将医患信任等同于患者信任，并未加以区分；三是在患者信任产生机制的解释方

面，多数研究单独分析制度主义因素或文化主义因素对患者信任的作用，少有研

究同时运用以上两种解释路径并比较两类因素对患者信任的影响程度；四是多

数研究是单一横断研究，缺少在一段时间内考察患者信任影响因素如何变化的

研究，而患者信任影响因素的演变趋势对于未来重建患者信任具有更为现实的

意义；五是对患者信任的文化因素研究不足，缺乏对通过关系就医、文化价值观

等方面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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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思路与假设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当前患者信任的样态与特点，并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

义两种主流视角来分析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 首先，本研究弥补

了以往研究对医患信任和患者信任概念不加区分的不足，从信任主体的角度更

加清晰地界定了患者信任的概念，将患者信任看作医患信任的一部分。 其次，本
研究利用了全国性调查 ＣＳＳ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进行患者信任现状及特点

分析。 再次，本研究运用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主流理论视角探讨患者信任的产

生机制，系统比较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变量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患者信

任产生影响。 最后，本研究充分利用两次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制度主义和文化

主义因素的演变趋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从广义角度看，制度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制度本

身也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制度中得到体现（高学德、翟学伟，
２０１３）。 本研究中的制度因素是医疗系统运作的结果，以民众对该系统运作结果

的理性评估来衡量，主要选取了就诊满意度、医保满意度、医疗安全以及医疗公

平四个方面。 文化主义强调个体内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作用，主要选取了一

般人际信任、权威型价值观、关系就医三个方面。 这三个文化因素虽然在广义上

与制度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但与狭义的医疗系统运作结果关系不大。 如此，本研

究得以较好地区分所指涉的制度和文化因素。
此外，以往研究较少涉及信任影响因素的演变趋势，但主要可归纳为两种

观点：一是认为制度因素会进一步强化。 例如，房莉杰等（２０１３）认为村民对

村医和乡镇卫生院医生采取的分别是“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信任逻辑，
在农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民对医疗专业化预期提高、医疗服务进一步

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背景下，未来村民对于村医的信任逻辑将是人际信任与制

度信任的叠加。 刘小龙和勾瑞波（２０１７）认为，中国医患信任正从个人信任向

制度信任、从私人信任向契约信任转变。 石海波（２０１７）也指出，在时空分离

的风险社会状态中，制度信任或系统信任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一种需求，发挥

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二是认为文化因素会进一步弱化。 齐美尔（２００１）认

为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源于核心文化观念的丧失和主观

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陈忠（２０１４）也认为现代社会中人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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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间出现失衡，人们过于注重技术理性而相对忽视人文理性。 经济理性

的观念不断浸润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人判断、抉择的基本依据，最
终导致文化价值被挤压（万俊人，２００１）。 吉登斯（２０００）更是直接指出，随着

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信任结构发生变化，基于情感导向建立的人际信

任有被逐步替代的趋势。 我们把制度因素强化的过程称为“制度强化论”，文
化因素弱化过程称为“文化式微论”。

（二）研究假设

１ 制度强化论

制度主义视角强调理性评估，因此制度强化论也称为制度理性化。 在现代

化进程中，整个社会在政治、法律、组织管理、经济等宏观层面逐渐趋于理性化，
例如在党政干部制度以及社会组织的建构过程中，理性化色彩日渐浓厚（胡常

龙，２０１６；宋程成，２０１９）。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社会总体

经济行为呈现非理性因素不断减少、理性因素不断增加的趋势。 其中，信息技术

发展、市场和法律机制完善、文化环境改善等是经济行为理性化的促进因素（汪
和建，１９８８）。 制度环境会促进个体的理性化思维。 在当今社会，人们习惯对许

多事物加以理性分析，社会信任也不例外，能否建立信任也被纳入理性计算。 在

医疗领域中，患者对医方的信任将更依赖整个医疗服务的理性评价，并且这一发

展趋势将更加明显。 故本研究提出第一组假设：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有显著影

响，并且会日益重要。 具体操作化为：
假设 １：就诊满意度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并且有强化的趋势。
信任建立在期待满足程度的基础之上，而就诊满意度是患者对医疗服务最

直观的评估。 研究表明，就诊满意度对患者信任具有正向影响，患者就诊满意度

较高时，患者更信任医生（池上新等，２０２０），更可能接受医生的治疗建议（Ｃａｒｌ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患者更注重医疗过程中的积极体验———包括

医疗时间、医疗费用、医疗技术、服务态度等方面。 患者认为自己花费了金钱，医
方理应提供达到期望的医疗服务，甚至以此作为医方是否值得信任的评判标准。

假设 ２：医保满意度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并且有强化的趋势。
研究表明，高于患者心理预期、超出支付能力的医疗费用是导致患者信任程

度降低的主要因素之一（朱力、袁迎春，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年我国全民医保基本实现，
但医疗服务使用率和平均价格也随之攀升，而医保控费措施不力、效果有限，加
之政府给予医院的财政补贴没有显著增加（刘军强等，２０１５），患者依然需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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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价高、看病贵”等问题。 当前，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缺乏医疗服务购

买能力，仅依靠患者自身提升支付能力来解决问题并不现实，因此，健全医疗保

障制度对缓解患者医疗支付压力具有关键性意义。
假设 ３：医疗安全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并且有强化的趋势。
医疗安全首先是患者的生命安全。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医源性伤害的认

识较浅，若患者因医疗操作行为不慎、治疗产生副作用等受到损伤，患者倾向于

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只能无奈地接受。 然而，随着专业知识的普

及，民众的医学知识日益增长，他们更加关注影响医疗安全的医源性、药源性等

因素。 同时，现代人权观念的发展也使得公民更注重健康权益和生命质量，人们

选择医疗服务时表现得更谨慎、更严格，以避免不良医疗事件。
假设 ４：医疗公平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并且有强化的趋势。
建立公正的医疗服务机制、保证健康资源分配使用中的程序公正对于解构

医患信任危机有重要作用（尹洁，２０１７）。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
居民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异不大，而随着城市化加快，优质医疗机构向城市地区集

中，就医距离、时间成本和交通费用等因素使农村居民不得不面对较高的医疗卫

生成本，这降低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医疗公平性（蒋翠珍等，２０１９）。 与此同时，人
们对公平的关注日益增强，因此，居民对医疗公平性的感受更为凸显。

２ 文化式微论

很多研究表明，患者信任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

文化遭到一定程度冲击和破坏，文化因素式微。 人文与科学之间出现失衡，人们

过于注重技术理性而相对忽视人文理性，技术条件改善、实践能力的提升使人们

在诸多领域生成一种盲目自信；同时，个体与公共之间也出现失衡，人们过于注

重个体理性而忽视公共理性（陈忠，２０１４）。 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强力运作

造成难以控制的文化后果，经济理性被泛化成人类理性本身，经济理性的观念不

断浸润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人判断、抉择的基本依据，最终导致文化

价值被挤压（万俊人，２００１）。 齐美尔（２００１）认为，现代社会中制度维度的工具

理性压迫着审美维度，物质文化压制着精神文化，技术、秩序和利润等“人的手

段”却被当成终极目标，导致主体精神逐渐衰减。 文化式微体现在很多方面，医
疗领域也不例外。 故本研究提出第二组假设：文化因素对患者信任有显著影响，
但呈现式微趋势。 具体操作化为：

假设 ５：一般人际信任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效应趋于弱化。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医患关系可称为诚信模式，它强调“医乃仁术”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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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则，更多依靠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相互诚实和信赖（周奕、李伦，２０１４）。 可以

说，传统的患者信任中很大一部分是带有情感成分的人际信任。 然而，随着前现

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出现了时空分离基础上的脱域机制，信任结构发生变

化，一般人际信任开始转向系统信任，建立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基础上

的系统信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情感导向的一般人际信任有被逐步替

代的趋势（吉登斯，２０００）。
假设 ６：权威型价值观对患者信任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效应趋于弱化。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形成了权威取向的心理和行为，即面对权威会

表现出敏感、崇拜和依赖的特征（杨国枢，２００５）。 以往有研究发现，权威主义价

值观会促进居民的政府信任，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这种积极效应会愈发弱化

（池上新，２０１５）。 改革开放以来，多元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涌现推动人们积

极追求民主和自由。 与以往对权威绝对服从与信任不同，人们开始用质疑、批判

的眼光看待医疗服务和医生。
假设 ７：关系就医对患者信任有消极作用，但这种效应趋于弱化。
患者通过关系就医，采用给红包等“潜规则”，实际上反映了患者对医疗服

务有着更高的期待，或对医生的信任底气不足。 传统中国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
展出以“情”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患者会通过各种社

会关系选择认识或熟悉的医生和医院（屈英和等，２０１０）。 而从熟人社会到陌生

人社会，人际关系变得疏远，个体独立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难以发挥联结

社会关系的纽带作用。 与此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制度愈发完善，对患者就医

形成硬性保障。 因此，关系就医的行为倾向可能趋于弱化。
３ 制度 ＶＳ 文化：孰强孰弱

社会信任模式的形成取决于社会的结构形态和文化传统两大要素。 随着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社会信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现代社会信任不再单纯

依赖熟人社会中道德品质、人格、面对面的特殊信任，而需要通过抽象体系、有效

运转的系统等制度中介建立信任（王珏，２０１８）。 一方面，在较少流动甚至不流

动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生活范围相对集中，信任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受到限制。
而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人们进行大范围、短期的社会交往，此时依靠双方交往

经验决定是否施以信任已非最优选择，而基于制度体系保障的制度信任更具有

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具有高风险特征，许多不确定因素潜藏在风

险社会中，人际关系难以保证信任的生成和维系，人们需要通过理性权衡利害

（朱虹，２０１１）。 因此，人们更愿意用法律、规则、契约等外在形式规范来约束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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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为的尺度，从而降低信任风险。 此外，以往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也发现，相
比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高学德、翟学伟，２０１３）。 故本研究

提出第三组假设。
假设 ８：当下中国的患者信任，制度变量要比文化变量更为重要。

四、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ＳＳ）。 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２００５ 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采用概率抽样的入

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包括 １５１ 个区市县、
６０４ 个村 ／居委会。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完成有效问卷 １０２０６ 份、１０１４３ 份，合
计 ２０３４９ 份。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患者群体，因此对样本进行了一定筛选，将调

查前一年自身或家人有过就诊、就医经历的居民视为患者，一共筛选出 １３０８９ 位

患者，其中 ２０１３ 年 ６６８４ 位，２０１７ 年 ６４０５ 位。 本文根据给定的权重系数对城乡、
性别和年龄进行了加权处理。

本研究的因变量“患者信任”是一个定序变量，通常可建立定序逻辑斯蒂回

归，但其前提是必须满足平行线检验不显著，本研究的相关数据无法满足这一条

件。 因此，本文将定序变量重新归类，合并成二分变量，进行二元逻辑斯蒂回归。
另外，本研究涉及同一样本中不同 ｌｏｇｉｔ 模型中的系数比较。 然而，在 ｌｏｇｉｔ 模型

中，不同自变量组合所估计的因变量的残差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不能效仿线性回

归直接通过比较嵌套模型中某一个变量系数的变化来确定该变量作用的变化

（Ｗｉｎｓｈｉｐ ＆ Ｍａｒｅ，１９８４；洪岩璧，２０１５）。 为了便于 ｌｏｇｉｔ 模型间系数的比较，本文

采用“ｙ∗标准化”方法，具体而言，即用系数除以各自模型潜在因变量的估计标

准差 ＳＤ（ｙ∗），随后即可进行直观比较（洪岩璧，２０１５）。

（二）变量测量

１ 患者信任

患者信任是本研究的因变量，在 ＣＳＳ２０１３、ＣＳＳ２０１７ 问卷中，本文首先筛选

出近一年有就诊经历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然后要求研究对象在李克特 ４ 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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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对医生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答案设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

任”“非常信任”四项，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 １ － ４。 该变量原为定序变量，本文将

其合并成二分变量，“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归为“不信任”，赋值为 ０；“比较

信任”和“非常信任”归为“信任”，赋值为 １。 表 １ 呈现了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患者

对医生的信任状况，可以看到，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患者对医生持“信任”态度的比例分

别达 ８４ ３％和 ８０ １％，总体来说，我国患者信任水平较高。 然而，２０１７ 年患者不信

任医生的比例显著高于 ２０１３ 年，即 ２０１７ 年患者信任水平有所下降。 医生和教师

同属专家系列，二者间的信任水平常常被用作比较，表 １ 中也可以看到信任教师的

比例在同期都要高于对医生的信任，当前医患信任问题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表 １ 患者信任与调查年份交叉表分析结果 （％ ）
变量 选项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７ 年 样本统计数及统计检验

患者信任
不信任 １５ ７ １９ ９
信任 ８４ ３ ８０ １

Ｎ ＝ １２８０８，χ２ ＝ ３７ ５９９，Ｐ ＜ ０ ００１

对教师的信任
不信任 １０ ５ １４ ５
信任 ８９ ５ ８５ ５

Ｎ ＝ １２７９４，χ２ ＝ ４２ ５０３，Ｐ ＜ ０ ００１

２ 制度变量

就诊满意度是本研究反映制度因素的变量之一。 ＣＳＳ２０１７ 询问调查对象

“您或家人最近一次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满意度”，以李克特 １０ 点量表进行评价，
１ ＝ “非常不满意”，１０ ＝ “非常满意”。 而 ＣＳＳ２０１３ 中主要考察患者就诊经历中

对医生或医疗机构的满意度评价，包括“医护人员的态度、医生的水平、医院的

环境、医院的设备、就医的秩序”６ 个方面，采用李克特 １０ 级评分，１ 表示“非常

不满意”，１０ 表示“非常满意”，本文将以上 ６ 个项目加总求均值。 统计发现，
２０１３ 年就诊满意度的均值为 ６ ８８５，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为 ６ ４４８。

医保满意度是本研究第二个反映制度因素的变量，医疗保障满意度是评价

医疗卫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在李克特 １０ 点量表上对医

疗保障的满意程度进行评分，１ 表示“非常不满意”，１０ 表示“非常满意”。 ２０１３
年医保满意度的均值为 ６ ８３４，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为 ６ ０４７。

医疗公平是本研究的第三个制度变量，它包括公民的健康公平和接受医疗

服务的权利公平。 问卷询问调查对象觉得当前公共医疗的公平程度如何，答案

设有“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 “比较公平”和“非常公平”，分别赋值为 １ － ４。
２０１３ 年医疗公平的均值为 ２ ７７９，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为 ２ ７９５。

医疗安全是本研究中的第四个制度变量，它涉及医疗执业的规范程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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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用药等内容。 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对医疗“安全与否”的综合感受进行评价，
答案设有“很不安全”“不太安全” “比较安全” “很安全”，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

１ － ４。 ２０１３ 年医疗安全的均值为 ２ ８４０，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为 ２ ８７４。
３ 文化变量

一般人际信任是本研究第一个反映文化因素的变量。 人际信任有特殊与一

般之分，前者指对家人、朋友等熟悉人的信任，后者指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ＣＳＳ２０１７ 询问调查对象“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的评价”，采用李克特 １０
级评分，１ 表示“非常不信任”，１０ 表示“非常信任”。 ＣＳＳ２０１３ 设置了“社会上大

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项目来测量，答案设有“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比较同

意”和“非常同意”，从低到高依次赋值为 １ － ４。 为了和 ＣＳＳ２０１７ 测量项目取值

范围保持大体一致，该得分乘以 ２ ５ 的权重。 ２０１３ 年一般人际信任的均值为

６ ３２４，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为 ６ ０１３。
权威型价值观是本研究的第二个文化变量。 它是文化价值观的一种类型，

表现为对权威对象、等级制的崇拜与顺从，与民主型价值观相对应。 问卷中要求

调查对象对“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这一陈述进行同意

与否的判断，有“很同意”“比较同意”“不大同意”和“很不同意”４ 个选项。 我们

将其进行二元分类，“很同意”和“比较同意”划为权威型价值观，赋值为 １，“不
大同意”和“很不同意”划为民主型价值观，赋值为 ０。 统计发现，２０１３ 年持有权

威型价值观者占比 ５３ ０５７％ ，２０１７ 年占比为 ６３ ２３９％ 。
关系就医是本研究的第三个文化变量， 通过关系就医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

会文化意蕴，是中国人情社会中的独特现象。 问卷要求调查对象回答“看病就

医时是否托人说情或请客送礼”，该变量为定类变量，按虚拟变量处理，０ ＝否，
１ ＝是。 统计发现，２０１３ 年通过关系就医者占比 １１ １２５％ ，２０１７ 年通过关系就医

者占比 １１ ６６４％ 。
４ 调查年份

考察患者信任影响因素的演变趋势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因此，本文将分析

制度主义变量、文化主义变量与调查年份的交互作用。 调查年份按类别变量处

理，２０１３ 年赋值为 ０，２０１７ 年赋值为 １。
５ 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相关研究，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与患者信任程

度有关。 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城乡社区、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有无非农工

作、个人年收入对数等变量。 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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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类别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 ） 类别变量 样本数 百分比（％ ）

性别 受教育程度

　 男 ６３９１ ４８ ８ 　 小学及以下 ３７４３ ０００ ２８ ６００

　 女 ６６９８ ５１ ２ 　 初中 ４４０２ ３３ ７

年龄分组 　 高中或中专 ２４２３ １８ ５

　 青年 ５３７９ ４１ １ 　 大专及以上 ２５０８ １９ ２

　 中年 ６１４０ ４６ ９ 有无非农工作

　 老年 １５７０ １２ ０ 　 有 ５２０１ ３９ ７

城乡社区 　 无 ７８８９ ６０ ３

　 城市 ６９３７ ５３ ０ 连续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农村 ６１５２ ４７ ０ 个人年收入对数 ９ ４７７ １ ３９０

政治面貌 个人年收入对数平方 ９１ ７３７ ２５ ２３７

　 党员 １１８０ ９ ０

　 非党员 １１８９１ ９１ ０

五、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

在患者信任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中，本研究考察了制度主义、文化主义

变量和控制变量对患者信任的影响程度及其演变趋势。 在表 ３ 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

析中，一共设置了 ６ 个模型，模型 １ 考察社会人口变量、调查年份对患者信任的

影响。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制度主义变量、文化主义

变量作为自变量。 模型 ４ 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同时加入制度变量和文化变量。
模型 ５、６ 在模型 ２、３ 基础上各自加入制度变量、文化变量与年份的交互项。 本

研究通过以上模型考察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趋势，同时比较制度与文化

变量的影响程度。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一）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模型 １ 显示，在控制变量上，性别、年龄、城乡社区、政治面貌、受教育

程度、有无非农工作、个人年收入对数、调查年份对患者信任有显著影响。 女性

对医生的信任水平高于男性，农村患者比城市患者更信任医生，呈现“男低女

高”“城低乡高”的特征。 在模型 １ 中，相比女性，男性患者信任的发生比（ｏｄｄｓ）
低 １８ ６１６％ （１ － ｅ － ０ ２０６）；相比农村患者，城市患者对医生持信任的发生比低

９４１

论　 　 文 制度抑或文化：中国患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趋势



３０ ７８８％ （１ － ｅ － ０ ３６８）。 年龄对患者信任具有一定正向效应，相比青年人，中年

患者对医生持信任态度的比例更高。 党员比非党员更信任医生，党员患者信任

的发生比相对高 ２７ ２５２％ （ｅ０ ２４１ － １）。 对比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患者，
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更低。 有无非农工作对患者信

任也具有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作的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更低。 个人年收入对数

与患者信任具有一定的 Ｕ 型曲线关系。 此外，调查年份对患者信任具有显著的

削弱作用，总体来说，２０１７ 年的患者信任水平要比 ２０１３ 年低。
其次，从模型 ２ 可知，制度变量对患者信任有重要影响。 就诊满意度、医保

满意度、医疗安全和医疗公平对患者信任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它们也削弱了社

会人口学变量对患者信任的影响力。 从模型 １ 到模型 ２，模型拟合度伪 Ｒ２ 由

０ ０３ 上升到 ０ １９８，说明制度变量对患者信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例如，就诊满

意度、医保满意度每提高 １ 分，患者信任医生的发生比将分别提高 ３４ ８５１％
（ｅ０ ２９９ － １）、３ ８７０％ （ｅ０ ０３８ － １）；而医疗安全、医疗公平每提高 １ 个等级，患者信

任医生的发生比将分别提高 ９９ １７２％ （ｅ０ ６８９ － １）、８６ ４５１％ （ｅ０ ６２３ － １）。 另外，
模型 １ 中原本影响患者信任的年龄、政治面貌、有无非农工作等变量在模型 ２ 中

显著性减弱或变得不显著。 以往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患者满意度、医疗公平等

可以促进患者信任（Ａｌｒｕｂａｉｅｅ ＆ Ｆｅｒａｓ，２０１１；池上新等，２０２０），这表明制度因素

对患者信任有重要的影响。

　 表 ３ 患者信任影响因素的二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男性 （参照组为
女性）

－ ０ ２０６∗∗∗

（ － ０ ０５５） 　
－ ０ １９９∗∗

（ － ０ ０４５） 　
－ ０ ２４８∗∗∗

（ － ０ ０６４） 　
－ ０ ２０９∗∗

（ － ０ ０４７） 　
－ ０ ２０３∗∗

（ － ０ ０４６） 　
－ ０ ２４４∗∗∗

（ － ０ ０６３） 　

年龄分组 （ 参照
组为青年）

　 中年
０ １８３∗

（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０５　

（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１）

　 老年
０ １０１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６４　

（ － ０ ００９） 　
－ ０ １２０　

（ － ０ ０２０） 　
－ ０ １８２　

（ －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７３　

（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９６　

（ － ０ ０１６） 　

城乡社区 （ 参照
组为农村）

－ ０ ３６８∗∗∗

（ － ０ ０９８） 　
－ ０ ２７７∗∗∗

（ － ０ ０６３） 　
－ ０ ３２６∗∗∗

（ － ０ ０８４） 　
－ ０ ２９１∗∗∗

（ － ０ ０６６） 　
－ ０ ２８２∗∗∗

（ － ０ ０６４） 　
－ ０ ３１７∗∗∗

（ － ０ ０８１） 　

党员 （参照组为
非党员）

　 ０ ２４１∗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５

（０ ０１５）
　 ０ １９５ ＋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７

（０ ０１５）
０ １１４

（０ ０１６）
　 ０ １８９ ＋

（０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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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受教育程度（参照
组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
－ ０ ４７６∗∗∗

（ － ０ １２１） 　
－ ０ ４０２∗∗∗

（ － ０ ０８６） 　
－ ０ ３８２∗∗∗

（ － ０ ０９３） 　
－ ０ ３５４∗∗∗

（ － ０ ０７６） 　
－ ０ ３９６∗∗∗

（ － ０ ０８５） 　
－ ０ ３８１∗∗∗

（ － ０ ０９３） 　

　 高中
－ ０ ６３１∗∗∗

（ － ０ １２９） 　
－ ０ ５７３∗∗∗

（ － ０ ０１０） 　
－ ０ ４９５∗∗∗

（ － ０ ０９８） 　
－ ０ ５０６∗∗∗

（ － ０ ０８８） 　
－ ０ ５６５∗∗∗

（ － ０ ０９８） 　
－ ０ ４９１∗∗∗

（ － ０ ０９７） 　

　 大专及以上
－ ０ ２８８∗

（ － ０ ０６０） 　
－ ０ ２７７∗０

（ － ０ ０５０） 　
－ ０ １６８　

（ － ０ ０３４） 　
－ ０ １８７　

（ － ０ ０３４） 　
－ ０ ２７０∗０

（ －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６４　

（ － ０ ０３３） 　

有非农工作（参照
组为无非农工作）

－ ０ １８９∗

（ － ０ ０５０） 　
－ ０ １６４ ＋０

（ － ０ ０３７） 　
－ ０ １８６∗０

（ － ０ ０４８） 　
－ ０ １６９ ＋０

（ － ０ ０３８） 　
－ ０ １６２ ＋

（ － ０ ０３７） 　
－ ０ １８７∗

（ － ０ ０４８） 　

个人年收入对数
－ ０ ３９６ ＋

（ － ０ ２９４） 　
－ ０ ３９６ ＋０

（ － ０ ２５２） 　
－ ０ ３８３ ＋０

（ － ０ ２７２） 　
－ ０ ３７３ ＋０

（ － ０ ２３５） 　
－ ０ ４０３ ＋

（ － ０ ２５６） 　
－ ０ ３７０ ＋

（ － ０ ２６３） 　

个人年收入对数
平方

　 ０ ０２０ ＋

（０ ２７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 ２４９）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２６２）

　 ０ ０２１ ＋０
（０ ２３９）

　 ０ ０２２ ＋

（０ ２５２）
０ ０１９

（０ ２５１）

调查年份 （ 参照
组为 ２０１３）

－ ０ ２６０∗∗∗

（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８５　

（ － ０ ０１９） 　
－ ０ ２２２∗∗∗

（ － ０ ０５７） 　
－ ０ ０９７　

（ － ０ ０２２） 　
０ ３７５
（０ ０８５）

－ ０ ６３０∗∗

（ － ０ １６２） 　

就诊满意度
　 ０ ２９９∗∗∗

（０ ２８３）
０ ２８１∗∗∗

（０ ２６４）
０ ３４７∗∗∗

（０ ３２８）

医保满意度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医疗安全
　 ０ ６８９∗∗∗

（０ １９４）
　 ０ ６６０∗∗∗

（０ １８５）
０ ７２６∗∗∗

（０ ２０４）

医疗公平
　 ０ ６２３∗∗∗

（０ １９６）
　 ０ ５８７∗∗∗

（０ １８４）
０ ６３３∗∗∗

（０ １９９）

一般人际信任
０ ２２０∗∗∗

（０ ２０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０）
０ １６８∗∗∗

（０ １５７）

权威型价值观（参
照组为民主型）

０ ３７５∗∗∗

（０ ０９５）
　 ０ １６４∗

（０ ０３６）
０ ５２１∗∗∗

（０ １３１）

通 过 关 系 就 医
（参照组为未通
过关系就医）

－ ０ ７２１∗∗∗

（ － ０ １１８） 　
－ ０ ４９５∗∗∗

（ － ０ ０７２） 　
－ ０ ６９３∗∗∗

（ － ０ １１３）

就诊满意度 ×
调查年份

－ ０ ０７３０
（ － ０ １２０） 　

医保满意度 ×
调查年份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０）

医疗安全 ×
调查年份

－ ０ ０７６０
（ － ０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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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医疗公平 ×
调查年份

－ ０ ０１９
（ － ０ ０１３）

一般人际信任 ×
调查年份

　 ０ ０９６∗

（０ １６１）

权威型价值观 ×
调查年份

－ ０ ２６９∗

（ － ０ ０６４）

关系就医 ×
调查年份

－ ０ ０３６
（ － ０ ００４）

常数项 ４ ２２９∗∗∗ － １ ６０２ ２ ６６３∗∗∗ － １ ８９７∗ － １ ８５７∗ ２ ８４９∗∗∗

样本量 １０７３３ ９０２５ １０１６６ ８６６９ ９０２５ １０１６６

Ｃｈｉ２ ２４０ ６∗∗∗ ８６１ ９∗∗∗ ４７７ ４∗∗∗ ８４５ ３∗∗∗ ８６７ ７∗∗∗ ４９３ ０∗∗∗

伪 Ｒ２ ０ ０３０ ０ １９８ ０ ０７２ ０ ２０６ ０ １９９ ０ ０７４

　 　 注：（１）表中数据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ｙ∗ 标准化回归系数。 （２） ＋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再次，在文化变量对患者信任的影响上，从模型 ３ 可以看出，一般人际信任、
权威型价值观能显著正向预测患者信任：一般人际信任度越高、权威型价值观倾

向越强，就越信任医生。 具体而言，一般人际信任每提高 １ 分，患者信任医生的

发生比将提高 ２４ ６０８％ （ｅ０ ２２０ － １），而相比民主型价值观者，权威型价值观者信

任医生的发生比将提高 ４５ ４９９％ （ｅ０ ３７５ － １）。 关系就医则显著负向预测患者信

任：越是通过请客送礼、托人等方式就医，对医生的信任度就越低。 采取关系就

医的患者，信任医生的发生比将降低 ５１ ３７３％ （１ － ｅ － ０ ７２１）。 另一方面，模型 ３
相比模型 １，模型拟合度伪 Ｒ２ 由 ０ ０３０ 增加到 ０ ０７２，说明文化变量对患者信任

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重要性显然不如制度变量。 模型 ４ 同时加入了制度变量与

文化变量后发现，医保满意度对患者信任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权威型价值观影响

患者信任的显著性降低，影响力减弱，其他变量的影响效应基本不变。 此外，比
较模型 ４ 中“ｙ∗标准化”系数的大小，总的来说，制度变量各系数的绝对值要比

文化变量更大。 因此，就当下而言，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发挥的作用更大，假设

８ 得到验证。

（二）患者信任影响因素的演变趋势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制度变量、文化变量和调查年份共同影响患者信任的交

互机制。 从模型 ５ 可知，就诊满意度、医保满意度、医疗安全、医疗公平等制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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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调查年份交互影响患者信任的效应都不显著，这表明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

的积极效应进一步强化并未得到验证。 但文化变量中除了关系就医外，其他 ２
个变量与调查年份的交互效应均显著，模型 ６ 显示，“一般人际信任 × 调查年

份”项的系数为正数，且统计显著性明显，即年份对一般人际信任与患者信任二

者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并且是一种促进性影响。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说明

年份对一般人际信任与患者信任的调节效应，本文做了三者的交互作用图（见
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无论是 ２０１３ 年还是 ２０１７ 年，随着一般人际信任水平的上

升，患者信任水平都会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有所差异。 相比而言，在 ２０１３ 年，一
般人际信任对患者信任的促进作用比较弱（斜率较小），而 ２０１７ 年，一般人际信

任对患者信任的促进作用更强（斜率较大）。 这意味着一般人际信任对患者信

任的积极效应趋于强化。 其次，“权威型价值观 × 调查年份”交互项系数为负

数，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权威型价值观的系数仍然是正数，这意味着年份同样调

节了权威型价值观对患者信任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效应趋于弱化，假设 ６ 得以验

证。 如图 ２ 所示，不管是 ２０１３ 年还是 ２０１７ 年，权威型价值观对患者信任均为正

向影响，但对比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权威型价值观对患者信任的促进作用有所弱化

（斜率变小）。

图 １　 一般人际信任与患者信任的年份差异 图 ２　 权威型价值观与患者信任的年份差异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发现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更换回归模型的方法。 由于原始因

变量“患者信任”是一个定序变量，赋值为 １ － ４，分别表示“完全不信任” “不太

信任”“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但又不满足平行线假定，因此，本文采用无序

多类别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表明，当以“完全不信任”为参考组

时，核心变量对“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影响的回归结果与二元 ｌｏｇｉｔ 方法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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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体一致，说明前文发现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① 当然，也有少许不同，
比如：医疗公平变量的强化趋势在稳健性回归中呈现一定的边缘性显著；权威型

价值观在全模型中变得不再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患者信任对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起到关键作用。 在医疗冲突事件频发的背

景下，打破医患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服务领域秩序刻不

容缓。 因此，本研究利用 ＣＳＳ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全国性调查数据，探讨了我国患

者信任的现状和特点，并基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视角考察了患者信任的影响

因素及演变趋势，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当前患者信任总体水平较高但有降低的趋势，并且呈现“男低女高”

“城低乡高”的特征。 ２０１７ 年我国患者信任医生的比例达 ８１ １％ ，大部分患者对

医生的信任水平较高，但从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患者对医生持“不信任”态度的比

例从 １４ １％上升到 １８ ９％ ，患者信任水平有所下降。 我们也发现，女性的患者

信任水平高于男性。 女性思维逻辑较感性，更倾向于依靠直觉作判断，较容易相

信他人；而男性思维更偏理性，因此信任水平比女性低一些。 相比城市患者，农
村患者信任更高。 之所以呈现“城低乡高”特征，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
城乡居民接触的媒体信息有所差异。 一方面，农村居民更多通过电视、报纸、广
播等传统媒体获取信息，接触信息面比较窄，对医患暴力事件等负面新闻可能较

少接触。 而城市居民更多使用新媒体，浏览信息时有更大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
负面医疗新闻也更容易进入城市居民视野。 由于优质医疗资源主要分布在城

市，城市医生接待病人数量较农村医生多，其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可能会影响

医生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 同时，就诊程序繁杂、候诊时间长等因素亦容易引

起患者不满情绪，这导致城市医院经常发生医患纠纷或医患冲突，导致城市患者

对医生信任度相对较低。 其二，城乡居民对医生的信任机制有所差异。 农村居

民对医生的信任多数属情感型信任，这种基于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信任维系得

更长久，但也可能使患者忽视医疗技术的信任。 而城市居民对医生的信任以工

具型信任为主导，即指患者对医疗服务过程和结果的认可程度。 城市医院在技

４５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２． ２

① 因篇幅所限，此处未报告稳健性回归结果，读者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获取。



术水平、服务设施等方面占据优势似乎应成为城市居民更信任医生的依据，但实

际上，从纵向对比来看，近年来基层医疗服务水平亦有所提升，农村居民感受到

的变化和进步较大，而城市医疗服务发展进度放缓，甚至暴露出一些弊端。 因

此，城市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比农村患者要低一些。
第二，就诊满意度、医疗安全、医疗公平、医保满意度等制度主义变量对患者

信任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这种效应是否在进一步强化暂未得到验证。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表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启动实施以来，随
着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程

度提高，城乡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的满足度明显提高，居民看病就医的公平性、可
及性、便利性得到改善。 与 ２００８ 年调查相比，信任医生的门诊和住院患者比例

有所上升（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编著，２０１５）。 近年来，随着医改进入

深化阶段，我国通过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规范医疗

服务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等制度建设，不断深入推进新时代医疗卫生政策改革。
在政策目标上，更加强调回归公益性、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

重民生和强调社会公平，坚持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率相结合（王家合等，２０２０）。
制度能够引导和约束人的行为，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作为外在的方面，为信任关

系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根据（杨国荣，２０１８）。 研究结果表明，患者直观感知到医

疗服务质量、医疗安全性和公平性以及医疗保险的受惠程度，有助于建立起患者

对医生的信任。 但本研究发现，这些制度因素对患者信任的积极效应并没有得

到强化，似乎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判断不一致。 这可能有以下两方面原因：其一，
本研究分析的数据周期较短，未能呈现强化效应。 其二，虽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后取得明显成效，但民众有着更高的期待，二者之间的差距与张力可能导致制度

因素对患者信任的积极效应未能呈现为强化动力。
第三，一般人际信任、权威型价值观、关系就医等文化主义变量对患者信任

也具有重要影响，但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一般人际信任的正效应将进一步强

化，权威型价值观的正效应却有所弱化，而关系就医的负效应并未呈现显著的演

变趋势。 基于逻辑斯蒂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一般人际信任和权威型价值

观会促进患者信任，而关系就医会削弱患者信任。 与理论假设一致的是，具有权

威倾向的患者更相信医生权威，依从医生决定和做法，而这一正效应在趋于弱

化。 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不断推进时，中国居民的民主意识逐步提升，
科学、民主、理性等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因此患者在就

医过程中开始出现批判性的怀疑心态，不再全盘接受医生的医疗建议，对医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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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水平亦有所降低。
但与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一般人际信任的正效应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

强化；关系就医的负效应并没有明显的弱化趋势。 有研究发现，经济赋权能够显

著地提升社会信任，个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避免受害，进而

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高学德，２０１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

提高，经济能力的增强可能为获取人际信任再创条件，从而使得现代社会中人际

信任没有直落低谷，而是留有余地。 此外，关系就医由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关
系取向”心理和行为发展而来。 在熟人社会，它在人际网络运作中发挥“锦上添

花”的作用；按照常理来说，在陌生人社会中，这种关系取向行动机制应该越来

越少，但面对医疗过程的未知风险，关系就医更可能发挥着“雪中送炭”的作用，
演变成患者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因此，在当前社会中，关系就医的

作用尚未呈现弱化趋势。
第四，就当下而言，相比文化主义变量，制度主义变量的作用更大。 在控制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相比一般人际信任、权威型价值观、关系就医等文化实力，就
诊满意度、医疗安全、医疗公平等制度实力对于提升患者信任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 以往有学者基于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解释路径来研究政府信任，发现文化

主义视角更倾向于长期积累的作用，而制度主义视角更强调短期直观的效果，相
对而言，制度主义的作用更突显（高学德、翟学伟，２０１３）。 有学者研究发现，中
国社会存在“制度信任塑造医生信任”的现象，即民众出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而

衍生出对医生的职业信任，同时民众的社会制度信任越强，越倾向于形成对医生

医术和医德的信任反差（牛冠朝、刘军强，２０２１）。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由传

统“熟人社会”渐入现代“陌生人社会”，医患关系多数属于一种完全的陌生人关

系，这可能加速了患者信任由情感性信任到工具性信任的转变。 随着市场化和

城市化的发展，现代人逐渐形成理性思维，在医疗服务中更可能将医患关系看作

平等的供需关系，会依据医生声誉、专业技能、服务态度等硬性标准来判断是否

与医方进行“交易”，是否选择信任医生。
接下来，本文对制度理性与社会文化进行了讨论。 在现代社会中，制度理性

的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它不断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人们作出判断、
选择和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在重建患者信任过程中，我们

应该重视制度因素发挥的作用，例如增强患者就诊的积极体验，提高治疗安全

性，完善相关医疗制度，建立更加符合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资

源分配体系，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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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长期作用。 传统社会“人情文化”在现代人处事风格中仍有所体现。 道

德规范在潜移默化中制约个体行为，华夏五千年文明所凝结的传统文化留有许

多能继续照耀现代社会的闪光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仁者无敌、安身立命、以和为

贵、天人合一的四大核心思想并没有被淘汰，反而被延伸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等现代社会理念的渊源。 就信任关系

而言，制度信任并不能完全取代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在根本上是强制性的，易于

建立也易于摧毁。 同时，形成制度信任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并非一

成不变，制度受众的态度和行为也因此处于动态变化中（房莉杰，２００９）。 从长

远来看，人与人之间、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和谐关系也需要脉脉温情和内在良知来

维持，要求相应地建立现代化人际信任机制，协调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现

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发挥新时代社会文化的积极作用。 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经济

合作关系中，信任建立机制的关系运作和法治手段两种方法是可以共存的（彭
泗清，１９９９）。 总的来说，从传统到现代，信任机制逐渐由人际信任演变为制度信

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信任必定比人际信任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在当前医患

信任中，患者在就诊满意度、医疗安全、医疗公平等方面的制度理性并没有表现

出进一步强化的趋势，而一般人际信任、权威型价值观等社会文化也并没有遭遇

危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 尽管二者处于不同等的地位，对医患信

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始终是相互联系的。 换言之，制度理性和社会文化二者

共同影响当前的患者信任，“制度强化论”暂未得到验证，“文化式微论”只得到

部分验证。
值得警惕的一点是关系就医的负效应。 本研究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７ 年

我国居民通过关系就医的比例分别是 １１ １２５％和 １１ ６６４％ ，相当于十个患者中

就有一个患者通过关系就医。 当下中国社会，关系就医不再是个别患者独有的

行为，而变成一种普遍的医患社会心态。 以往的调查数据显示，希望通过“关
系”就医的患者高达 ７０ ６％ ，其中，促成患者看病找关系的因素包括：医生更认

真耐心、节省时间、不花冤枉钱、心里更踏实等（屈英和等，２０１０）。 有学者认为，
关系就医有助于降低患者的风险感知，提升收益感知，从而增加患者对医方的初

始信任（王华、王从，２０１９）。 但事实上，这种信任恰恰表明患者只信任通过“关
系”认识的医生，不信任社会上大多数的非熟人医生。 可以说，关系型就医最初

源于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而后变成患者用来规避医患不信任风险的行动机制。
因而，打破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医患社会心态，还需提升整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注重患者就诊满意度，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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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患者信任。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受限于原有的问卷数据，制度变量和文化变

量的测量还可进一步丰富；控制变量缺少患病类型与就医频率等；测量患者信任

的条目较简单，不利于考察患者在医生医技、医德等不同方面的信任。 此外，本
研究分析的数据周期较短，可能导致影响因素的演变趋势并未得以充分呈现。
再者，本研究发现患者信任受到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制度因素和文化

因素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对此本研究暂无法给出更有效的解释。 因此，还有待未

来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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